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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云中的价值追寻
刘笑敢
为第四辑写编后语的情况有些特殊。一是人在美国，二是正值世界经济面临由美国金融市场引起的大动荡的前夕。虽然美国政府已经决定以七千亿美元救市，但与金融有关的全球市场仍阴云密布，前景黯淡。世界面貌会有多大的改观，难以预料，但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社会运行模式的反思显然是无可避免的。重创何时痊愈？愈后会不会旧病复发？人类社会发展有无可能如梦方醒，改弦更张？如果要改道易辙，有何方向可循？
反思当然可以是多种角度、多种方向的，但在此时重读本辑各篇文章，不由想到了人生价值和人类价值方向的问题。全世界都在追求经济增长，但增长目的何在？增长的目标何在？增长，增长，再增长，这就是人类的未来？这就是人类生存的意义？在这方面，历来重视人生价值与社会理想的儒家、道家和佛教是否可以贡献一些与现代社会人生相契合、现代人感到亲切温暖、普通人乐于接受的精神食粮？中国哲学的研究者是否可以为此作一些深入的研究和贡献？
本辑特稿是劳思光先生关于新基础主义之专论的下部，针对的是英美哲学界曾经流行的“反基础主义”（anti-foundationalism）。反基础主义主要是与认识论有关的理论思潮，否认一切与知识探索有关的可以作为判断和论证之基础和出发点的信念和原则。虽然这纯粹是一个哲学理论中的讨论，但它的出现却与20世纪以来整个西方思想文化思潮中的反对一切真理、教条、标准和确定性的大趋势相呼应。这种思潮一方面有利于反对僵化的教条、迷信和压迫，有利于思想和人性的解放，但同时反对一切确定性或基础性原则的倾向，又导致社会思潮忽视和否定对方向和价值的追求、探求和思考，等于社会思想和经济的航船没有了寻找方向的罗盘和保障安全的锚链。劳先生的文章提出“非绝对主义的新基础主义”的理论，对于从哲学理论上救治这样的社会问题提出了值得重视和进一步思考的新方向。
本辑以道德、人权与和谐为主题。除了其他论文中有关道德的论述之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黄勇关于二程为什么要有道德的专论。此文认为二程关于人为什么要有道德的论述是对西方讨论两千年来的老问题的最好回答，即将人要有道德的根源植根于人性之中，植根于道德行为引起的快乐，而某些人的道德行为不能引起快乐的原因则在于缺乏必要的道德真知。道德真知不同于一般的科学类知识。道德真知是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得到的，因为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鲜明标志。此文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值得注意之处。对于西方从古到今关于个别人为什么应该有道德的讨论中的各种观点，此文全面梳理、分别评论，最后比较二程的理论而得出上述结论。这不是通常意义的比较研究或格义式研究，也不是所谓的“援西入中”，而且也不能算是“援中入西”，因为它不是将中国哲学的内容融入西方哲学或指导西方哲学的研究，而是以中国哲学的理论回答西方哲学中长期讨论的内容，这完全超越了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孰为主、孰为客的关系。这在笔者所看到的有关中国哲学的研究中算是独树一帜的进路，值得特别推荐，希望此文能推动我们进一步尝试和探讨中国哲学研究的新思路新方法。
儒家之道德当然是有利于人类和谐的，但道家思想又何尝不提倡人类和谐呢？笔者根据多年的研究和体会，终于可以肯定地说，老子的自然不是物理自然，不是生物自然，不是个体自然，不是主观自然，不是野蛮自然，更不是霍布斯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而是人类文明社会中的自然的秩序、自然的和谐，简称为“人文自然”。儒家道德侧重于从个人道德表现的角度推进社会和谐，而老子的自然则从总体、群体和个体的多个层次触及理想的社会秩序问题。这对儒家专注个体道德表现的理论是一个重要补充或修正，并进而可以对西方正义理论提出补充和修正。因为儒家和正义理论都强调自己的正确原则，但不同的正确原则适可造成冲突的根源或助力。现代世界随着资本的扩张和流动，带动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相互交流、接触和碰撞，既带来全球一体化的憧憬，也带来各种价值观念的冲突。这时亟需我们对人类社会的未来有一个更深入更全面的思考，而不能仅仅听任资本的扩张将我们带到一个飘忽不定的、以银行数字为代表的财富世界。如果人类的美好前景应该是和平、稳定与和谐，那么老子的自然就有可能成为平衡各种冲突力量的中立的价值原则。

安靖如（Stephen C. Angle）再次给我们带来新的概念和新的论题。他的论文是少有的能够将严肃深入的哲学理论探讨和社会现实问题有机地融为一体的佳作。他讨论的课题是人权与和谐之间是否有张力，是否可以同时接受和肯定二者。他提出，和谐在中国传统中是动态的，“要求随机应变，对持续变化的情况作出处境性的具体回应。为了应付新的挑战，需要有新的视角和新加的元素，至于新加的元素是什么，是无法预知的。”他的主要观点是希望在法律进路以外，继续去探索安立人权的非法律进路。当然，他也提出，和谐作为道德价值，也能容许某种程度的建制化。而建制化的程度取决于一个国家对完美主义的肯定和实行程度，即国家能够并且应该向其公民推广和提倡美好生活的各种重要观念，而非完全放任。这里提出政府的职能问题也非常重要。如果政府只是保护经济的高度增长，而不考虑经济增长的根本目的何在，不考虑百姓的利益，那末政府就可能沦为少数大投机商的保护伞和救生圈（正如近年美国政府的行为），而不是代表选民的执政者。
本辑有三篇与《庄子》之诠释有关的论文。杨儒宾的论文颇出常人意外，提出庄子或属儒们的问题，其说虽奇，却也有不少文献支持，可以自圆其说。不过，笔者认为，先秦本无道家之名，也没有重要文献证明儒家和道家之间有重要论争和对立。新出土的竹简和帛书中也没有儒道之争的痕迹，相反，却有儒道不分的迹象。所以，所谓儒道之争或许只是后人强化演绎的结果，本不足认真恪守儒道之分。陈静对严复的《庄子评语》作了较深入的研究，指出严复是近代以“自由”解释庄子的第一人，但严是以无为来接引自由，而后人渐以自由来阐释“逍遥”。林明照的文章则强调郭象之独化或有价值义，与庄子思想相去不远。
本辑也有三篇有关朱子研究的论文。黄俊杰的论文探讨经典诠释与哲学体系之建构的关系，认为二者既不能分割，又互为紧张。方旭东以中庸章句的鬼神章为中心探讨朱子对鬼神的界说，指出其关于鬼神的界说有气之屈伸往来、阴阳之灵，以及精气三种，但三者又有混融。李明辉的文章是上期论文的续篇，重点讨论道心与人心、四端与七情的关系。
本辑“观潮屿”发表了冯耀明介绍东亚儒学研究新动向的专文，“新叶林”发表了范广欣研究郭嵩焘之《中庸章句》的文章，都颇有可读之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期的“学贤榜”中由林同奇先生回顾介绍了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研究中国思想的特点与功绩。与当前形势有关的是史华慈认为，“人还是要调控自己的内心世界”，而只有制度是不行的，因为制度也要靠人来设计，来执行。当前的金融危机暴露出美国政府对新的金融衍生产品监管不力，这是事实，制度上也是会有所改进的。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如果人们单纯追求个人财富的心魔不除，那么制度的完善总是追不上随时伺机而动的投机分子暗中的巧计，亡羊补牢，补不胜补。因此，重新思考人生及人类的价值方向和价值养育就是根本的长远大计，也是如今的当务之急。
笔者目前在美国位于伯克利的太平洋宗教学院（Pacific School of Religion）任Tolson访问教授。一个无神论者在基督教神学院教书，堪称趣闻。该校与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原伯克利学院）是同一批创办者所建，神学院早建两年，两校都已经有140多年的历史，双方一直保持盟校关系。神学院是研究院，不招本科生，授予神学博士（Th.D.）、神职硕士（M.Div.）、神学硕士（M.Th.）和文学硕士（M.A.）学位。他们的一位校友为了推动基督教文明与其他宗教文化的交流，捐款设立了一个讲座基金，每年可以聘请非基督教地区的学者来讲授非基督教文化。我和班上的学生随便开玩笑说，我到美式足球队来教芭蕾舞，是不是有点奇怪？没想到班上的一个女学生正是芭蕾舞编导。她说，的确有一些足球运动员学习跳芭蕾舞，为的是锻炼平衡能力，这也真让我感到意外。这里的学生大多数是三四十岁的成年人，来自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也不少。在这里我感到的确有很多人在寻求精神方向和人生价值，很多人为此而到神学院来学习。由此想到中国的儒释道也可以并且应该可以为现代世界提供独特的精神食粮。中国哲学的研究者在这方面应该大有可为，而如何有为，如何从严肃而不急躁的学术研究的角度为现代社会精神文明提供新思维、新方向，则是需要认真探索的课题。本刊愿意为推动这方面的研究提供园地和论坛，望有志者与我们携手并肩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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